
0808 www.chinatradenews.com.cn

2017年1月12日 星期四

编辑/周春雨 制版/许悦

电话/010-64664888 maoyibao1@163.comCULTURE 文化

◆
贸
促
画
廊

仿
清
王
鑑
山
水
（
国
画
）

贾
君
兰
，一
九
三
四
年
十
二
月
生
于
北
京
，一

九
七
二
年
调
入
中
国
贸
促
会
，一
九
九
五
年
退
休
。

新中国成立后，对外贸易很快
就取得较大发展，但如何解决国际
贸易往来中经常发生的合同纠纷成
了一大难题，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
仲裁机构，对外谈判合同条款时十
分被动。

中国贸促会的成立当年就向
相关主管部门提交了一份《关于
办理对外贸易仲裁的意见》。这
一意见受到高度重视，时任政务
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曾山专门召
集各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讨论，
并决定责成中国贸促会筹办开展
对外贸易仲裁工作。

1954年1月13日，时任外交部
副部长章汉夫根据周恩来总理的
指示，约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讨论设
立中国仲裁机构。5 月 6 日，邓小
平副总理主持召开政务院第 215
次政务会议，讨论设置涉外仲裁机
构的问题，会议作出《中央人民政
府政务院关于在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内设立对外贸易仲裁委

员会的决定》。
中国涉外仲裁委员会是在周恩

来和邓小平亲自指导下创建的。
在仲裁制度制定过程中，中国

银行建议，中国涉外仲裁制度应当
采取国际上通行的当事人意思自治
原则。仲裁机构的管辖权，应以双
方当事人自愿为根据，应订立于书
面的合同或协议中。仲裁机构必须
根据当事人签订的仲裁条款或仲裁
协议来受理案件。

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
志让提出，仲裁裁决应当是终局
的，不得向法院或其他机关提出变
更要求。

为制定仲裁制度，积累处理外
贸纠纷经验，中国贸促会仲裁部还
经常到国内各外贸公司作调查研
究，了解贸易合同执行过程中纠纷
发生的情况，分析双方的责任和提
出解决纠纷的建议，有时还以中国
贸促会的名义，对双方当事人进行
调解。

经过积极而慎重的准备工作，
中国贸促会根据政务院决定，制定
了《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程序
暂行规则》，并选聘 21 位委员组成
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第一届委员
会，并由这些委员兼任仲裁员。

1956年4月2日，时任中国贸促
会副主席冀朝鼎主持对外贸易仲裁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推选冀朝
鼎为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主席。自
此，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正式成立，
开始受理外贸仲裁案件。

自中国贸促会设立对外贸易仲
裁委员会之后，中国涉外仲裁工作
逐渐受到各方面的重视。1957年2
月，交通部港航监督局及法律室负
责人建议中国贸促会设立海事仲裁
委员会。其原因是，随着中国对外
贸易的发展，来华外国船只日渐增
加，外轮在中国沿海发生海险由中
方进行救助时，由于中国没有海事
仲裁机构，双方签订救助契约就有
困难，有时甚至不能救助，致使在中

国领海内发生的海险还要由外国或
香港船只来救助，这是不合适的。

另外，过去处理海事纠纷，交通
部规定由海事处理委员会负责。但
海事处理委员会是属港务局领导的
政府机构，对于具有涉外因素的海
事纠纷案件，不宜由政府机构出面
处理。

1958年11月21日，周恩来总理
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第 82 次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关于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内设立海事仲裁委员会的决定》，规
定了海事仲裁委员会的任务、仲裁
案件审理程序、仲裁裁决的效力等
重要事项。

中国贸促会海事仲裁委员会在
1959年1月22日举行了成立会议，
会上推选中国贸促会委员、运输专
家孙大光为海事仲裁委员会主席，
第一届海事仲裁委员会的委员共有
25人。

（本文根据《贸促春秋》整理）

周恩来邓小平促成贸促会开展涉外仲裁工作
■ 苏旭辉

当今是文化与各种产业相融合的
时代。2017第十四届中国文化产业新
年论坛日前在北京大学落幕，参会的
政界、商界和学界人士普遍认为，随着
文化产业的升级，社会上审美消费意
识崛起，消费者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与
创新提出了更多、更新的需求，同时期
待也会更多。

“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我
国提出了文化强国战略、‘一带一路’倡
议和自贸区战略，这些政策的提出顺应
了国际上新的要求和趋势，也为我们进
一步发展文创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空
间。”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
心主任、研究员花建在主题演讲中表
示，随着信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网络
信息化、政治多极化以及文化多样性的
发展，货品、服务、资本、人员和信息的
流动越来越快，区域一体化成为国际贸
易体制的新动向，特别是以准入性同等
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代表的新的投
资和贸易自由化趋势，越来越向全球层
面发展。与此同时，世界文化贸易的发
展也成为大势所趋。

新趋势迎来新机遇

根据联合国有关文件和麦肯锡公
司研究报告，从2010年起，在亚洲地
区形成全球增长最迅速的文化消费浪
潮，其中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年
轻人口大量增加，二是中等收入阶层
大量增加，三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
级文化产品的生产中心和一个文化产
品的消费中心正在重新叠加，这成为
亚洲地区的一道新景观。

有舆论表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中国的自贸区建设为文化产业尤其是
创意产业提供了新机遇。以上海自贸
区为例，截至2015年底，位于上海自
贸区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的艺术品保税
仓库，所带动的进出口货品总值就已
高达150亿元以上。深圳前海自贸片
区建立之后，亦吸引众多文化艺术产
业进驻。自贸区内，通关便利、税收优
惠、海内外艺术资源集中、金融配套完
善等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海内外艺
术机构、企业进驻，使得文化艺术产业
发展如火如荼。

“从2013年开始，我们就已经将

艺术品的国际贸易作为一个新兴贸易
品种，也是一个主力贸易品种来打造，
这给我们带来不错的收益。”来自上海
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的刘女生告诉本
报记者，国际艺术品贸易在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自贸区政策，因为从海外进
口的艺术品可以在园区内进行保税仓
储，这是自贸区的一项重大优势。

“2013年，国家正式确认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我们称之为自贸
区的1.0时代；2015年，国家在此基础
上再次批准天津、福建、广东三个自
贸区，谓之自贸区2.0时代；2016年9
月，国家再次批准七个自由贸易区，
包括辽宁、陕西、河南、湖北、浙江、重
庆和四川，这也标志着中国自贸区进
入到3.0时代。”花建认为，早先的自
贸区多数依赖于海港，而且各自有比
较明确的定位，例如，上海依托于金
融中心的优势，以金融的开放来带动
全方位的开放。天津注重京津冀联
动发展，福建注重海峡两岸联动，而
广东则在粤港澳合作上具有优势。
但国家于去年批准设立的七个自贸
区，尤其是几个内陆自贸区，到现在
也没有明确针对哪个国家，这为我们
留下了想象空间。那就是我们要建
立一批内陆开放型的经济高地，依托
海港、河港、空港、陆上交通港，在更
大的范围内使得我国的开放跨入到
全新阶段。

“这无疑为文创产业提供了新的
契机，即在金融开放创新、贸易便利
化、法制保障和政府服务创新的背景
下，使得文创产业能够更有效地利用
国际、国内资源。”花建说。

新政策催生新业态

值得注意的是，在自贸区政策的
推动下，一些新的业态、模式和路径
开始出现。花建表示：“以上海自贸
区为例，文化服务贸易基地已经越来
越呈现出平台化、枢纽化和创新性的
特点。”

记者获悉，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
地（上海）是全国第一个国家级对外文
化贸易基地，旨在为促进文化“走出
去”、扩大和鼓励中外文化贸易发展搭
建文化贸易公共服务平台。该基地由

国家文化部命名，设在自贸区核心区
域，其建设与发展得到文化部等国家
相关部委的大力支持和指导。

“国家对这一基地的重视也表明，
我国将从文化创意的沃土向文化资产
的创造中心、文化财富的管理中心推
进”，花建说。

花建还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文化授权交易会（CCLF）为例来
说明文化产业创造的新业态。据了
解，从2014年起，上海连续举办了三
届CCLF。这是一种独特的酒店展示
型的文化创意版权的交易。第一届
CCLF还鲜为人知，只是很多人好奇，
为何文创产业的版权交易要搬到五星
级酒店去做。然而，第三届的CCLF
则吸引了来自南非、美国、加拿大、法
国、德国、丹麦、俄罗斯、以色列、日本、
韩国、泰国、新加坡等15个国家和地
区，及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和台湾地

区的艺术、动漫、游戏、影视等原创项
目，参展商数量、展品数量、参展品牌
均超过往届。

“正是基于自贸区的独特优势，才
使版权交易摆脱了原先‘地摊式’交易
的形式，探索出一个新层面，也吸引了
越来越多海内外文创人士的参与。此
外，为了方便这种交易还建立了七个
平台，包括法律平台、咨询平台等。”花
建说。

尽管文化产业的政策出台并不都
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自贸区的
对外文化贸易建设无疑正在经历迅猛
的发展。学界普遍认为，上海自贸区
成立以来，一直是文化产业和艺术机
构关注的重中之重，自贸区内的主要
文化企业动向也成为人们判断自贸区
文化产业发展方向的重要参考。自贸
区政策向内陆延伸也必将为文化产业
带来更多契机。

自贸区3.0时代 文化产业大有可为
■ 本报记者 张伟伦


